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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重智 ”与“重德 ”、对自然的“惊诧 ”与“利用厚生 ”、“ 天人相分 ”

和“天人合一”的对立，造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技术、实践的实用科学与源自古希腊理性精神的西方理性科学的

明确分野。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加剧，在西学东渐中，科学的这种分界被逐渐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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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dividing line between China and West science development 

GENG Shu-linga，WU Cheng-quanb 
(a.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b.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wisdom" and " morality", the "wonder to nature" and 
"use ministry", and" opposite of heaven and man "and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caused a clear dividing line between 
Chinese practical science originating from ancient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and western rational science from the ancient 
Greek rational spirit. Since modem times,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 collision, the boundary of science is gradually br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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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的科学是在 16 世纪末从

利玛窦等一批传教士来华开始的。在至今的几百年

时间，国人对中西方科学发展的看法经历了三次根

本性的转变：在最初接触西方科学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认为其确有很多精深奥妙之处，中国需发扬文

化传统而超越之，以“ 师夷长技以制夷 ”、“ 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 ”等观点为代表；20世纪上半

叶走出国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则普遍产生了“ 中

国古代无科学 ”的认知，以 1915年任鸿隽在中国

最早的一份科学刊物——《科学》创刊号上发表的

文章《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

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的《为什么中国没有

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

释》、1944 年竺可桢的《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

自然科学？》等为代表[1]；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由于“李约瑟问题 ”的感召及其多卷本巨著《中

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而令不少人认为：长期以来

中国古代科学比西方优胜，只不过是在近代以来由

于种种原因落后了而已。国人对中西科学发展的认

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迥异的看法呢？现在看来，其

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中西方科学发展的理路还不

是很了解，对其文化背景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一 

首先必须指出，一般而言的科学是指源自西方

传统的科学。在近代文艺复兴以来所引发的一系列

科学革命为人们所熟悉。近代科学有两个典型的特

征，其一是数理特征，即它是以数学为基础的，可

进行量化和计算，因而可以预测和进行控制；其二

是它可以诉诸实验，能通过实验证实或证伪，即通

过实验进行检验。其中数理传统源自古希腊，而实

验特征则形成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发展过程中。

具有了这样两个特征或要素的就可以判定为 “ 科

学 ”，否则，能否称之为科学就很令人怀疑，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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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不伦不类。如果以这两个要素去衡量，中国古

代确实没有类似的对应物，因而可以说中国古代无

科学，也即没有类似于西方近代科学这样的科学。

这也就是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人认为中国古

代无科学的原因。其实，科学并不仅只西方近代科

学这一种形态，只不过西方近代科学的威力和影响

很大，是现代科学的主流，人们头脑中通常关于科

学的概念和印象都来自于西方近代科学(实际上严

格说来，西方古代也不存在这种数学加实验型的科

学，只是存在它的雏形——古希腊理性科学，即古

希腊自然哲学)。 

李约瑟博士的煌煌巨著以其最宏大的视野、最

实在的工作，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作了最大程度

的表扬，由此舒展了国人近现代以来一度受挫的心

理，也毫无意外地得到了国内同仁的一致赞同和尊

崇，导致国内学者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发生了全盘的

改变，由 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中国古代无科学

说 ”转换为截然相反的“ 中国科技长期优胜说”。

对于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所作的开创性

实证工作，西方学界反映如何？他们一方面对此表

示了极大的钦佩与尊重，然而对他的科学史观却并

不完全赞同，甚至可以说有全盘否定之意。如荷兰

科学史家柯亨就对李约瑟提出了三点批评：一是认

为他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二是他过分夸大中国的科

技成就，三是他完全没有论证中国领先的技术是如

何传播到西方，以及如何影响西方科技的，因此，

所谓“影响”只能说是猜想、臆测[2]。这与国内

一边倒地全盘接受他的中国古代科技长期优胜说

的观点截然不同。 

其实凭心而论，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更准确地说

多局限于技术、实践层面，其实质是一种实用科学。

中国古代科学从秦汉到明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

学体系和发展模式，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

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多项发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可

以说，在实用科学发展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但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和以概念、原理、定律

形式表达的理论知识的发展却远不如古希腊。中国

古代的实用科学是建立在生产实践和直接经验基

础之上的，注重工艺过程、工艺方法和实际操作的

效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匠对实用科学的发展

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实用科学注重经验描述，关

心实际效益，而对原因的分析不足，也很少有理论

上的探讨，致使知识始终停留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的层次上，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譬如，

古代数学的发展，大都偏重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关

于实际计算的代数学很发达，而偏向于理论抽象思

维的几何学的发展一直滞后，也没有建立起公理化

的体系，这最终阻碍了中国数学理论化发展的脚

步，以致迟迟未能产生有影响的数学理论体系。天

文学的发展也存在类似问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由

于农业和历法的需要而比较发达，很早就产生了

“ 浑天说”和 “ 盖 天说 ”的宇宙理论，但由

于天文学的发展在中国具有官方的特点，是为统治

阶级服务的，而统治者发展天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

制定历法，因而一旦制定出了较精确的历法，统治

阶级就满足了，而不再进一步发展天文学，天文学

本身的发展也就受到了限制。如此之类，不一而足。 

总之，中国古代的这种注重技术、实践的实用

科学与源自古希腊理性精神的西方理性科学形成

了明确的分野。 

二 

为什么中西科学发展的途辙会如此迥异？这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可以认为，文化在其中起

了关键的作用。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

的支配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导致文

化精神的差异，这也是学界所公认的事实。钱穆先

生曾对此问题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将人类文化

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而后二者又

可合并为一类，皆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外求，

因此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则不同，因为可以自

给，故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因此为静定的，

保守的[3]。很明显，中国属于农耕文化，而西方则

属于游牧商业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以下

几点明显的对立，从而对中西科学发展产生重要的

影响。 

(一) “重智”与“重德”的对立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科学源自于古希腊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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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希腊科学的发展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其政

治体制密切相关。希腊半岛土地贫瘠，平原少、山

脉众多，不适合农耕，外围是广阔的大海，有很多

优良的港口，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们就开始向海外

发展，于是在周围的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建立了众

多的殖民地，从本土至小亚细亚沿岸，一直延续到

埃及、西西里、南意大利和直布罗陀海峡。开放式

的地理环境，常年海上漂泊的经商生涯，本土与各

殖民地之间风俗、传统和制度各异的民族互相往

来，城市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手工业、工商业和海

外贸易的发达，这种种自然和社会的条件都有利于

开阔人们的视野，活跃人们的思维，促进人格的健

全和发展，使西方科学的开端——“ 自然哲学”

得以产生。西方圣哲在哲学家、神学家身份以外几

乎毫无例外都兼有科学家或者科学倡导者、发扬者

的角色，从泰勒斯、芝诺以至德谟克利特都是如此。

希腊哲学从头就与科学相近：它致力探究大自然奥

秘而忽略人事，喜好抽象理论而忽视实用技术，其

所反映的，是所谓 “ 重智 ”精神。在此精神之

催召下，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由此引发了

一次又一次的科技进步，诞生了工业文明。这是一

条由探索求真之精神→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的

由内至外、由精神而物质的内生之路。 

相对而言，我国古代的地理环境要闭塞得多，

周围多是高山和大海，限制了与其他国家大规模的

交流，但同时也使之免受外面世界动荡的影响。由

于拥有辽阔的平原和适宜的气候，我国较早地建立

了发达的农耕文明。这种文明不是靠向外的发展，

更注重于内在的变通和调解，注重于依靠处理内部

的人际关系实现发展，故而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以

伦理为本位。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建立在血缘基础

上的家庭和家族的纽带就一直没有被打破，社会的

发展出现了独特的 “ 家国同构” 现象，表现为

家庭——家族——国家这样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

层级扩大化的结构。这种伦理本位反映在思维取向

上就表现为整体性、辩证性的思维特质，采取的是

直觉、类比的思维方法，不尚玄虚，注重实用。中

国古代，从西周初年到战国时期就已形成了重社会

轻自然、重伦理轻科学的传统，对人和自然之关系

的关注远远超过自然本身，各圣哲如孔子、孟子等，

所关怀用心者大部分在仁义、礼乐、军事、治乱兴

衰等实际政治社会问题，讲究仁义、忠恕之道，体

现的是“重德”的精神。 

中西方这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气质，虽然不

能够涵盖西方与中国文明的整体——毕竟，希腊哲

学还有 “重德 ”的苏格拉底和以实效为尚的“智

者”，诸子百家之中讲论天道与阴阳五行的也大有

人在，但两大文明基本分野所在还是昭然若揭。这

种文化传统的分野，是了解科学在两个不同文明中

发展差异的关键。 

(二) 对自然的“惊诧”与“利用厚生”的对立 

人类对自然物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

利用厚生的态度；一种是加以欣赏或以之表现人的

情感德性的、审美的艺术态度；一种是视之为客观

所对，而对之惊奇，求加以了解的态度。只有第三

种态度，可产生纯粹的客观的自然思想，而此则是

希腊的科学与自然哲学之所由始。本是由于对外物

的惊诧，而产生对自然之神奇的向往，而倾向于了

解、理解自然，窥探自然的奥秘，纯粹是由人类的

好奇心驱使，其目的不带有任何功利、实用的色彩，

仅是一种心灵的需要和满足。这种态度所产生的思

想是直倾向自然，而初是趋于忘掉人自己的，这也

正是中国古人所缺乏的。 

中国古人对物则只偏向于 “利用厚生 ”的

态度与审美的艺术态度[4]。所谓 “利用厚生 ”，

就是利用之，以求对生者有益或有利。它表现为一

种重实用而轻思辨的务实精神，具有明显功利主义

倾向，是基于人的生活而言，为了人能够更好地生

存，出发点是为了人，对外物的认识、了解也是为

了人，绝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是受好奇心的驱使，或

是探究自然的奥秘。国人最初只求能安然存在于天

地万物间，而无希高慕外之幻想，亦不想超脱于世

外。中国的文化先哲孔子、孟子、庄子等皆称赞禹，

而禹乃以其治水之现实功业著称于后人；诸圣王如

伏羲、神农、尧、舜等皆是实物的发明者，也因为

他们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器物发明非常多，但这只

是说明中国古人技术和艺术方面的成果，而不好算

作科学的成就，至多也只能算是中国特有的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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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先秦诸子以来的历代学人，其学问研究也多

基于利用厚生的心理，多为救治时弊，为了 “ 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社会采取的是积极入

世的态度。这与古希腊哲人超然于世俗之外，陷入

自己冥思、沉思的状态迥异。总之，一切学问都是

为了“经世致用”，人们追求的不是纯粹的知识，也

不是纯粹的知识之间的关联，而是为了现实生活中

的功用，是为了能使之有用。这就使得科学实用化，

理论技术化，知识伦理化，学术政治化。 

重功利、尚实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使学问

“ 术 ” 化 　　把学问建构成一个可以实用的、

可以以之谋取功利的“ 治术 ”。汉代以来的“ 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也是靠“ 术 ”来取

得统治地位的。学问的“ 术 ” 化 ，使得古代的

科学发展重实用轻理论，科学的技术化倾向严重，

一方面人们把科学看成是一种可以从自然界获取

所需之物的治术，把科学描述成一种实用性的体

系；另一方面，有关科学的理论也存在于对技术的

描述之中。如，中国古代的数学就体现为一种实用

性的应用数学体系，以求解各类问题的算法——算

术作为主要内容，这与古希腊以迄至近代的数学传

统大相径庭。古希腊的数学是一种智力游戏，建立

的是演绎逻辑体系，以抽象的命题而不是各种实用

问题作为主要内容。中国古代科学是在浓厚的数术

（或称术数或方术）文化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如古

代的天文学和医学就是属于数术的内容，很多古代

的科学著作中有数术的内容，数术的著作中也包含

着很多科学的内容，造成了科学和数术淆混不清。 

(三)“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的对立 

游牧商业文化之产生是由于内在的不足，内里

匮乏遂有强烈向外拓展的趋势，对外界事物有很强

的占有和征服欲。人对外界事物亦有强烈的对立

感，对自然亦是如此。因这种人与外物的 “两体

对立 ”之感遂使西方人注重向外看，时刻想突破

外物的限制，想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 天

人相分 ”的格局逐渐形成。而且，西方人的天人

相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体现在二个方面：在对待

外物上，人与外物两体对立；在对待人上，亦认为

是两体对立的，西方古代认为人有灵魂和肉体两部

分，灵魂代表的是理性的精神世界，肉体代表的是

感性的物质世界。天人相分乃是科学得以产生的前

提。 

中国属农耕文明，其“ 天人相应 ”、“ 物我

一体 ”的文化特性使中国人不但认为我与世界是

融为一体、息息相通的，而且对于个人，也不认为

存在着灵魂与肉体的对立。中国人的生活无论是对

物还是对人都是浑圆圆融的，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

于我之外而存在的，因此不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宗

教和科学。因中国人爱把外物和人类同等看待，常

把自然界看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整体，因此好谈物质

的性质，而不喜欢谈物质的构造。中国人常说的：

“ 可以神遇，而不可以目视；可以意会，而不可

以言传 ”，便是这个道理。中国人喜欢在“神遇 ”、

“ 意会 ” 的境界下，用外物来做试验和证明，

而且此种心思也是非常精心和活泼的，否则中国人

的灵感，将永远在神秘中，不能有许多实际的发明

和制造。但因中国人观念中不重分析，因此也没有

理论上的说明，一切发现也就变成像是技术般的在

社会流传，缺乏学理的解释与再探讨，如此则是使

后起的人仅能心领神会，不易继续模仿前进[3]。譬

如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说 ”，就极具涵盖力和

包容性，对很多现象都可给予解释。然而这种涵盖

力和包容性在洞察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同时，却

也忽略了其间的异质性，难以培养对自然世界的客

观深入的探索，满足于似是而非而不探求本源，反

映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也正因

为如此，所以阻碍了新的科学方法的诞生。 

总之，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出西方式的科学，

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文化传统的差异造成了价

值取向、思维方式的差别，从而使中西科学的发展

截然分途。 

三 

中西科学发展的途辙可以说是截然两分，界限

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种界限却也并非悬如天壤、

隔如参商。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加剧，

科学的这种分界被逐渐打破。这对中方的意义尤为

重大。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果从前 8世纪有成文史的记

载以来，就一直持续不断，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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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知识的积累也在不断进行

着。但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个体农业

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中国长达二千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这种自给自

足的经济形态对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并不十分有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科学的发

展一直缺乏足够的重视，既不大力扶持，也没有出

现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对科学的大力镇压，因而也没

有其后人们的觉醒以及对科学的大力提倡所导致

的科学大发展。中国古代科学的辉煌在宋代达到顶

峰，其后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开始趋缓，到明、清

时期就逐渐衰落下去了。而此时的欧洲从中世纪的

黑暗中逐渐苏醒，“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极大地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火种得

以延续，科学冲破了宗教神学的牢笼而大踏步前

进。 

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开始为中国人所接触和

了解，是通过西洋势力的东渐实现的。西洋势力东

渐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最初是在 16 世纪的明朝，以利玛窦等一批传

教士为代表，他们来华的目的只在传教。但因宗教

在中国文化中并未占得一席之地，且因基督教偏重

在对外信仰上，不契合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向内

求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因而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于是利玛窦等便利用他们先进的天文、算学、

历法等科学知识炫耀于中国的士大夫们。当时的徐

光启、李之藻等一批名儒也确实与他们有亲密接

触。在当时中国人看来，西洋的天文、历法、算学

的确是很先进的知识，但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义是

很值得怀疑的，甚至于对此有一种抵触心理。基于

此种怀疑和抵触心理，就连带他们的天文、历法、

算学等也一并被冷淡和轻视了。 

第二阶段是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此时西

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取得极大发展，迫切需

要开拓市场，商人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试图叩开古

老中国的大门。而在中国，士、农、工、商四业发

展一直是不均衡的，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以农业

为立国之根本，在政策上也一直是重农轻商的，人

们在骨子里看不起那些贪利势强的行为，因而尽管

在现实的较量中不得不服输，但在心底里则是义愤

和鄙夷的。以为西方人所进行的不过是些恃强凌

弱，不为义只为利的勾当，而忽略了在它后面的西

方文化的真力量与真性质。 

西洋势力东渐的第三阶段则是在炮火声中响

起的，由于传教士和商人先锋队均未取得预期的效

果，于是只能用大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在炮火

声中举国震惊，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威力也在这其

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此时的西方科学，是通

过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展现在国人面前的，以先进

的科技成果(即所谓“器”“ 技 ” 形态)折服了

国人的心理，使之不得不为之叹服。此时的中华大

地正遭遇数千年来所未有之奇变，处于空前的危难

之中，甚至于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此种形势

下，国人只图自救、自保，故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

分子也首先是从 “器”“ 技 ” 两方面开始理

解科学的，因而才有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可

以说此时学习科学主要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 器 ”

“ 技 ”之 学，进而使我们的国家不被外强所辱。

此后将 “ 器 ”“ 技 ” 之学上升为格致之学，

开始涉及到了科学的理论形态。这表明中国学习科

学的历程是先由物质形态的物质文明成果开始，然

后再到科学理论的认识和学习。而至于科学的精髓

——科学精神，则直至五四运动竖起“民主 ”和

“ 科学 ”这两面大旗时，才开始为国人所认识。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是根深

蒂固的，“ 五四 ”以来所嫁接的西方科学精神很

难说在中国已经生根发芽，要想将其转化为民族的

精神气质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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